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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31年起，國民政府提出「邊疆教育」並開始關注邊地少數民族的教育

問題，但直至1930年代中後期，隨着抗日戰爭的推進和西南地區戰略地位的上

升，西南地區的邊疆教育才得到重視。抗戰背景下的邊疆教育具有啟發民智和抗

戰動員的雙重意義。本文以西雙版納省立車里小學和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為 

代表，通過討論1935至1945年間新式學校的建立及推廣過程，探析國家權力在

推廣新式教育的過程中，與西雙版納社會原有文化網絡中的佛寺體系、傣泐政權

以及廣大民眾所發生的互動。國家通過與佛寺體系的和解，將佛寺的教育功能剝

離出來；通過將傣泐政權核心成員納入新式教育的推廣體系，分化了傣泐政權和

佛寺體系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共享利益；通過組織學校師生進行抗戰動員宣傳和 

漢語普及，啟發了民眾的國家意識。代表國家文化的漢語、現代知識和國家意識

開始滲透到傳統的文化網絡中，為國民政府在西雙版納權力合法性的構建提供了

空間。

關鍵詞：邊疆教育　文化網絡　國家權力　佛教體系　傣泐政權

一　前言

自西雙版納在明朝初年被納入中國土司政治體系之日起1，國家及其代

理人在政治、軍事及文化方面對西雙版納的滲透就未曾停止，只是依據國家

的實際需要和自身實力，在不同時期的滲透力度不同。在中國西南邊陲西雙

邊疆教育、文化網絡與 
國家權力的擴張

——以抗戰時期西雙版納為例（1935-1945）

●張夢婷

＊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韓孝榮教授的大力支持，筆者在此衷心感謝韓

孝榮教授的教誨。筆者並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及編輯部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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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納社會內部，傣泐族群政治和文化居於社會的中心位置，國家的形象和象

徵符號則處於社會的邊緣。在抗日戰爭的推動下，國家在邊地推進「中心化」

進程變得尤為迫切。為了實現全民總動員，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提出中國只

有一個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國的國民=中華民族」，力圖建立一個與

國家等大的民族，強調從文化上進行民族同化2。然而，相關理念在西南 

少數民族地區難以貫徹：「就車里十餘萬擺夷來說，他們名譽上雖歸入我國版

圖有六百多年的歷史，然至今尚通行其己族的語言和文字，信仰印度的佛

教，服從土司的威權，且特殊的社會組織和生活的方式，恰與中國文化分道

揚鑣」3；「思普沿邊的荒地，擺夷拒漢人前往開殖。唯有普及邊民教育，可

以促進全民族休戚相關精神與生活協作」4。抗戰時期，教育作為一種手段，

是達成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語言文字統一，實現漢語普及、國族建構的重要實

踐形式之一5。

邊疆教育在西雙版納的推廣面對的不僅是佛寺體系在地方社會中的影響， 

還有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所建立的共生體系6。在西雙版納傳統社會中，佛

寺承擔着教育教化、布經散道等多項功能，在政治文化上為傣泐政權的合法

性提供解釋，在俗事上影響着傣泐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傣泐政權和佛寺體

系相互交織構成一個統治着西雙版納的文化網絡。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

研究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華北鄉村社會時，發現文化網絡才是地方社會運行

的機制，從而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地方社會中的權力存在和施展， 

依賴宗教、政治、經濟、宗族和親朋交往等各種關係所組成的文化網絡；體

現在各種文化的規範和象徵符號，如宗教信仰、相互情感、親戚紐帶，通過

與制度和組織交織在一起，賦予文化網絡以權威7。在西雙版納社會，原有

的傣泐語言、宗教教義、宗教信仰等文化象徵符號通過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

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傣泐族群的文化網絡，傣泐文化是相對軟弱的最高統治

者「召片領」得以統治整個王國的精髓，文化網絡為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提供

了權力合法性8。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與民眾形成了庇護與被庇護、信奉與

被信奉、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國家權力長期無法發揮實質性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漢語、現代知識、

國家意識等代表國家文化的象徵符號無法進入到由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所構

建的文化網絡中。在抗戰背景下，國民政府在1935年開始於邊地強勢推進新

式教育。目前研究對民國時期的邊疆教育已有所關注，但往往只關注其負面

形象9，沒有關注這一時期邊疆教育所取得的部分成效。此外，現有研究成

果對邊疆教育與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的關係和影響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雖

然楊清媚留意到，原來在西雙版納社會中與土司制度相契合的宗教體系在清

代科舉制、民國現代教育及民主改革的衝擊下出現衰退，但認為邊疆教育的

收效並不顯著，佛寺仍舊為國家推行邊疆教育的一個主要障礙bk。

因此，民國時期新式教育和傣泐政權、佛寺體系所進行的互動還有待進

一步討論。雖然邊疆教育在西雙版納的推廣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也沒能形

成對佛寺教育的壓倒性優勢，但這一時期還是有更多的非漢族群參與到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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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教育中，影響了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的共生關係。本文將以民國時期省立車

里小學和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的建立和推廣為例，在「權力的文化網絡」概

念下，以未刊檔案資料作為主要的論證材料，來探析國民政府通過推廣邊疆

教育在西雙版納進行的文化擴張過程。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抗戰驅動

下，包含了漢語、現代知識及國家意識的邊疆教育在推廣過程中與西雙版納

傳統的傣泐政權、佛寺體系以及普通民眾發生了怎樣的互動？這種互動對原

有的文化網絡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二　新式教育在傳統佛寺體系下的擴散

在西雙版納，佛寺一直承擔着教育的功能：「十二版納，以佛教為『國

教』，凡擺夷及蒲蠻聚居之村鎮，均有一座，或一座以上之佛寺，亦即擺夷、

蒲蠻兩族之學校，唯一作育人材之教育機關。」bl佛寺除了是傣族群眾拜佛、

誦經、集會的社交場所以外，還是傣族青年接受佛教教育和本民族傳統文化

教育的地方，涵蓋了當前學校教育的許多功能bm。大佛爺（寺廟管理者）還會

講述土司的家族歷史和豐功偉業，並教導民眾對土司的義務和禮節bn。南傳

上座部佛教所宣揚的自我解脫思想，符合「迴避現實社會矛盾的傣族人民的精

神需要」，誘使百姓接受「壓迫的」佛法與王法一致，因此佛寺教育也獲得了傣

泐政權的大力倡導bo。佛教與土司政治形成了一種相互嵌合、相互交織的關

係，大小佛寺的長老同是領主的血親，否則就要拜同級領主為「恩父」，宗教

組織和封建政權是密切配合的bp。同時，佛教也會把召片領神化，說成是佛

的化身，製造「君權神授」的神話bq。雖然土司和貴族在政治地位上高於僧侶， 

但在信仰和俗事方面，僧侶對人民的影響遠較土司為大br。傣泐政權與佛寺

體系在中國王朝推行「改土歸流」之前就已結合，在中國政權介入後，與信仰

宗教和所屬語系相同的泰國清邁和老撾琅勃拉邦這兩個聯盟小國家的統治者

相比，召片領因為被中國王朝賦予權力而合法地統治着西雙版納治所景洪和

層級更低的各勐bs。1913年，普思沿邊行政總局局長（1925年改稱「普思殖邊

總辦」）柯樹勳在西雙版納設立了流官體系，改變了當地的政權結構，形成了

「土流並治」的雙重行政體制，傣泐王國出現衰落，但傳統的傣泐政權體系仍

然保存完整，並且發揮作用bt。

以召片領為代表的傣泐政權和以佛爺為代表的佛寺體系，作為文化網絡

中的兩大主體，享有被民眾所認同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法權力；國民政

府在西雙版納推廣的邊疆教育，實質上是以教育為手段而展開的與傳統傣泐

政權、佛寺體系進行權力合法性競爭的過程。到1938年止，雲南省共建有邊

區省立簡易師範初中及省立小學三十七所ck，西雙版納也首次出現了冠以「省

立」名銜的省立車里小學、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省立南嶠小學等學校。省

立學校均由省政府撥款，並由省政府派專人前來開辦。雖然在實際落實過程

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但這一時期的省立學校已經開始借助佛寺體系推廣新式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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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教育部撥給雲南省用於邊疆教育的專款達9萬元，指定以

2.5萬元用於設立至少八所邊民小學，2.5萬元用於擴充師範教育，每年由庚款

按月撥發cl。雲南省政府還自籌了一筆邊境民族教育經費，制訂了〈雲南省 

政府教育廳實施苗民教育計劃〉，規定教科書、制服、文具等均由學校免費發

放，並為入學的學生酌減門戶負擔cm。這一時期設立的省立車里小學和佛海

簡易師範學校均屬省政府資助的學校，如省立車里小學的辦學經費全由省教

育廳撥發，書紙筆墨、制帽制服免費發放cn。新式學校還會給那些貧窮的傣

族、阿卡族等族群提供資助金，讓學生去上學co。當然，有時候學校運行的

經費並未完全按時按額支付cp，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省

立學校的主要資金來自省政府。

然而，邊地民眾對於政府主辦的教育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成見，將新式教

育視作「苛政」cq。民眾的這種認知和「土流並治」後徵收高賦稅不無關係：

1923年，柯樹勳開始在戶捐下加徵教育費，用來興辦漢校，省立學校之外的

漢校一直依靠捐稅來維持，因此讓民眾對漢校產生了天然排斥。當地民眾以

「漢人來了」來威脅哭鬧的小孩，說明漢人在民眾心目中有着負面的形象cr。

1940年，農村經濟學家陳翰笙來到西雙版納，對車里六十六個村莊進行了捐

稅調查，發現教育費是除了戶捐和用於供養地方武裝的附加捐之外最大的部

分cs，反映這些非省立漢校仍需要通過當地的財政系統資助，間接加重了當

地居民的經濟負擔。

雖然省立學校在政策上由省政府全額撥款，但不可否認，新式教育推廣

過程中也並非沒有給邊民帶來額外的負擔。由於長期以來對漢人、漢政府的

不信任，當國家大力推廣邊疆教育時，當地民眾並不支持。邊地的新式學校

多設立在漢人聚居地，很少有其他當地的族群主動來上學；為解決生源問

題，政府不得不採用強制措施，要求每一個中等規模的傣族村莊都必須送一

個男孩去學校，這一強制措施在1936年引起了傣族民眾的反抗，結果政府允

許傣族村寨從阿卡族或者其他族群中挑選學童，造成了傣族花錢僱人送去學

校的現象ct，從而形成一種被稱為「學差」的群體。如在宣慰街就讀的傣族學

生只有十幾人，另有個別其他民族的學生則是頂替傣族的學差dk。1940年在

車里的六十六個村莊中，有五十一個村莊都採用僱人入學的方法，並且由於 

是按村分配，因此僱人的費用是由村社集體付出，這就形成一種特殊形式的

「貢賦」dl。雖然這種負擔並非政府主觀意圖，但極有可能被民眾加到政府的

頭上，強化民眾對政府的「苛政」印象，並進一步引發民眾對漢校的排斥。 

省立學校在興辦之初就已面臨招生困難，不只是強制入學政策所造成，也 

是因為政府的「苛政」形象在西雙版納存在已久。從這筆「貢賦」產生的過程 

來看，強制入學的負擔並不直接用於供養新式學校，這與以往直接用於支持

漢校的高額捐稅是有區別的，並且強制入學還實實在在地保證了新式學校的

生源。

除了民眾對漢族、漢校的排斥，佛寺教育體系的深厚基礎是推廣新式教

育的最大障礙。省立車里小學校長張丕昌就曾抱怨，該校創立之初，「擺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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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弟每逢七齡以後，都要送入緬寺為僧。⋯⋯我到車里之後，每到鄉村設學，

人民聞風就將學齡兒童完全送入緬寺為僧，入寺以後，不論你用甚麼方法，

都把他弄不來入校」dm。在傣族地區，男孩都會入寺當小和尚，「成為根深蒂

固、影響頗大的傳統觀念和社會風氣，是男子贏得社會認可、讚譽的必由之

途」dn，入寺接受教育在西雙版納社會的文化習俗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除

了強制性措施，省立車里小學開始借助佛寺的權威進行新式教育。張丕昌「與

職司沿邊緬寺教育的傯大佛爺刀棟臣（宣慰使司八弟）周旋一年之久，才做通

借緬寺為校舍，以小和尚為學生，大佛爺、二佛爺為管理員，現在寺廟可以

設學，個個可以為短小〔短期小學〕學生」do，既解決了部分生源問題，又能在

一定程度上通過佛爺的威信來降低民眾對漢校的排斥。雖然政府不得不將新

式教育嵌入到佛寺體系中，但實際上佛寺也在作出妥協，這種妥協基於傣泐

政權的衰落：雖然傣泐政權體系在整個民國時期都保存完整，並且有效運

行，但在「土流並治」後就開始聽命於流官；雖然多為敷衍應付，但在政府強

勢要求下也不得不認真落實其政策。從明清時期的「天朝為父，緬朝為母」dp

到「土流並治」後的順從，都是傣泐政權一脈相承的策略，即避免公開和直接

的對抗，而通過斡旋和妥協以保存政權的完整性。基於這種策略，傣泐政權

對政府在佛寺推廣新式教育的措施不會直接反對，而沒有傣泐政權的支持，

沒有任何軍事力量依靠的佛寺也就無法拒絕新式教育的入駐。

解決了場地和招生問題之後，還要解決語言障礙的問題。佛寺除了是布

經散道、講解傣泐家族史和天文曆法的場所，也是教授傣泐語的地方。漢語

無法普及是國家力量無法深入基層的原因之一，外派來的老師大多並不會傣

泐語，無法與學生展開溝通。由於只懂漢語的老師無法向只懂傣泐語的學生

教授漢語，新式學校不得不聘請懂傣泐語的老師和工作人員。為了鼓勵佛爺

受訓，「佛海縣開辦了師資訓練班，有幾個佛爺去受訓練，畢業後，分配到各

校去教書，當老師，月薪二十幾元，一般夷人認為是『了不得，不得了』的一

件事」dq，透過佛爺的威望，建立民眾對學校的信任。省立車里小學「特設僰

文翻譯員一員，對外與人民聯絡情感，對內負教教師土語之責，並常以僰文

通告人民，凡有本校教員欺詐人民之事，都可來校密告」dr，這也是為了打消

民眾對政府辦教育的懷疑態度，從而更為順利地開展教學工作。

學校以佛寺為場所，小和尚為學生，佛爺為教師或管理員，並設有僰文

翻譯員。從表面上看，這一時期的邊疆教育還是在西雙版納傳統的佛寺體系

內運行，但無論是教育對象還是教授內容，新式教育都與佛寺教育大有不同。 

政府通過場地、師資甚至語言上的妥協，換得新式教育推廣的機會。首先，

從教育對象來看，新式教育突破了佛寺教育只教育男性的局面：「做和尚誦佛

經都是男子的事，所以男子便都普遍有受教育的機會，女子雖也全是佛教信

徒，因為在宗教儀式上她們只做到齋僧拜佛的手續便算盡了宗教的義務，所

以沒有學習夷文〔傣泐語〕的必要，因此也便沒有受教育的機會。」ds但在政府

以佛寺為載體興辦的新式學校中，教育的對象不再只限於男性，傣族女性也

被納入到教育體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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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省立車里小學1938年度第四學期各年級學生參與人數變化情況

　　　　  數量 性別 姓氏（刀） 僰族 漢族 總數

第二年級第二班 男 0 0 7 7

女 0 0 3 3

第二年級第三班
（女生班）

男 0 0 0 0

女 23 42 0 42

第二年級第四班 男 32 35 1 36

女 35 41 0 41

第二年級第五班
（男生班）

男 47 47 1 48

女 0 0 0 0

第三年級 男 2 3 2 5

女 0 1 3 4

第五年級 男 0 14 8 22

女 0 0 1 1

第六年級 男 20 31 9 40

女 0 0 1 1

資料來源：雲南省教育廳：〈雲南省教育廳關於准雲南省立車里小學民國二十七年度上學期各級學	

生、教職員一覽表等表備案給車里小學的指令〉（1938年11月），雲南省檔案館，1012-004-01090，	

頁152-94。

說明：缺四年級信息。

從表1省立車里小學的數據，可以看出傣族女性在新式教育中的參與程

度：出現了全部為傣族的女生班，並且在個別班級中女生人數多於男生。由

此可見，在初等教育中，女生也開始成為接受教育的主力。此外，除了國民

小學，作為中等教育學校的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初中部也出現女學生，雖

然人數僅僅是男學生的八分之一dt。新式教育在受眾上顛覆了佛寺教育只教

授男性的傳統，將教育對象擴大到女性群體中。此外，從表1中可以看到，省

立車里小學的學生中，傣族的參與人數遠高於漢族，並無阿卡族、布朗族等

其他高地小民族。雖然因為僱人入學現象的存在，筆者無法確定表格中所有

傣族學生均為真的傣族，但無論如何，省立車里小學的學生都以非漢族學生

為主，表明這一時期愈來愈多的非漢族群眾已參與到新式教育中。

其次，從教學內容看，不同於佛寺教育主要以宗教教義、傣泐天文曆法

為主，新式教育包含了現代化的知識體系。西雙版納學校中科目的設置和學

生使用的教科書都保持了和內地的一致性。從省立車里小學對學生的成績評

定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科目分為公民、國語、社會、自然、算術、勞作、 

美術、音樂、體育、操行、品行等，這些科目都是按照現代知識結構設置的。 

每年都對每班學生有成績評定，進行學習效果檢驗ek。課本與內地相同，均

為漢語編纂，並無特殊化。例如，省立車里小學收到過1939年秋季學生教科

書共925本，其中包括國語課本、社會課本、算術課本、自然課本、國語讀

本、常識課本和國語教學法el。除了「內地化」的科目和課本，網球、網球拍、 

大算盤、風琴、唱片等現代化的教學工具也出現在學校中em。由此可見，現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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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代知識格局已經在西雙版納開始擴散，而這種現代知識事實上也是國家文化

的一部分。

除了在受眾上和知識結構上對傳統佛寺教育的挑戰，新式教育在內容上

還注重對學生國家意識的培養，這是以往佛寺教育中所沒有的。省立車里小

學教材中出現了中國大地圖、世界大地圖、蔣介石委員長肖像、孫中山總理

遺像等國家象徵符號en，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二年級的科目就包

括每周一節的公民訓練課eo。國家象徵符號的出現和公民課程的設置，都表

明這一時期國家通過學校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

在邊疆教育推廣過程中，出現了願意主動進入新式學校學習的傣族學

生。例如，在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學習的刀有良，1945年進入重慶中正中

學學習，後到南京國立邊疆學校繼續深造ep。又如，「在抗戰前後的三五年

內，思茅、寧洱、騰衝、龍陵這四個地方，已經有擺夷青年來讀書了」eq。總

體來看，國民政府通過新式教育，擴大了西雙版納教育的受眾群體，作為國

家文化象徵符號的漢語、現代知識和國家意識開始滲透到西雙版納的文化網

絡中。這不僅挑戰了佛寺的教育體系、擠佔了佛寺的教育功能，也影響了整

個傣泐族群文化在西雙版納的穩定性。雖然這種影響在短時間內並不會動搖

傣泐民族文化的主體地位，但是事實上已經使佛寺的教育功能和宗教功能開

始發生分離。佛寺教育功能的減弱也意味着佛教對傣泐政權合法性闡述能力

的減弱，而這種弱化和傣泐政權自身角色的轉變也有很大關係。

三　邊疆教育中傣泐政權核心成員角色的轉變

在西雙版納，依靠長期的族群影響力以及宗教賦予的「君權神授」信仰，

以召片領為代表的傣泐政權享有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的權威。在流官

體系設置後，雖然土司的政治掌控力在下降，但因為傣泐政權背後的文化根

基，召片領仍然是名義上主宰西雙版納世俗事務的最高權威。從表面上看，

自民國時期國家開始推廣漢校起，傣泐政權核心成員似乎一直充任着支持者

的角色。

自1912年柯樹勳在車里創辦第一所漢語學堂至1936年張丕昌設立省立車

里小學，其中大部分漢語學堂、縣立小學的經費和場地主要都由傣泐政權提

供er。1923年，柯樹勳開辦了車里第一國民小學es。1927年，孫天霖擔任普

思殖邊總辦時，在車里宣慰使司議事庭設國民小學一所et。1932年，召片領

和議事庭聯名報告縣長，為景洪一所學校徵收259元，並且督促各勐徵派學 

生fk。雖然名義上教育經費來自戶捐，但因為在西雙版納社會，尤其是基

層，公認的政治領袖是召片領而非政府官員，西雙版納的全部土地屬於召片

領世襲所有fl，所以，戶捐實際上需要各級土司來收取，新式學校的推廣也

需要召片領及其辦事機構議事庭的配合。從表面上看，正是因為召片領和議

事庭給予的資金和場地支持，車里才能成為西雙版納最早開始官辦教育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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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支持實際上只是懾於國家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一

種敷衍之舉。當傣泐政權核心成員面對政府要求其學習漢語的要求時，他們

似乎並沒有真正在學習漢語和推廣漢學，張丕昌指出：「六順、寧江、鎮越、

佛海、南嶠等縣，漢人均比車里多，土民能說漢話者，最少都有三分之一，

諸事宣傳較易，而車里連常接近漢官的土司，說話仍須翻譯。」fm一方面，因

為忌憚漢官背後的國家力量，車里土司不得不與其周旋；另一方面，因為害怕 

自身族群權力合法性的喪失，再加上本身不願接受外來文化的保守性，因此，

傣泐政權核心成員雖然提供了資金和場地，但在推廣新式教育時並沒有實際

的作為。1924年，跟隨柯樹勳進省晉見的部分成員已經開闊了視野，對新式

教育也並不排斥，甚至出現了大力主張開辦新式教育的土司，如勐混土司代

辦刀棟材就主張學習漢語fn。只是刀棟材孤掌難鳴，他的主張因未能獲得更

高階成員的認可而無法進行。從總體上來說，傣泐政權對自身文化的保護意

識仍然很強，如「『召片領』刀棟樑之弟刀棟剛，未讀漢書，尤不識漢語」fo。

1935年後，政府對邊疆教育的強勢推行使得傣泐政權以往的敷衍態度難

以繼續，因此不得不參與實際的推廣行動。在抗戰的驅動下，國民政府極為

迫切地需要通過教育來增強國家權力在西雙版納的權力合法性。傣泐政權核

心成員也在國家權力的推動下，開始被動成為邊疆教育推廣過程中的實際參

與者。這一點首先體現於他們在新式學校內所發揮的作用。例如張丕昌指出： 

「竊查宣慰使司暑議事庭，為沿邊夷民土製行政樞紐，庭長召景哈，較之宣慰

權力不稍遜色，校務得以輔助，尤其學生伙食更為幫忙，故向來學生伙食費

由議事庭門戶捐款項下兌換現金，方便辦理，又可以買柴米等，諸多便利，

在公費不能按期核發到校時，且得短期貸借，此人事相宜，政教合一景象。

因此，擬請准於聘該廳長召景哈。漢譯『雛形內閣總理』，為年度公費稽核委

員會主任，稽核確實，而便辦理。」fp召景哈為議事庭庭長，學校將其納入行

政體系，成為學校中的一員，而不是只將其作為資金和場地的外部支援。

其次，傣泐政權核心成員也參與到新式學校的決策中。例如，省立車里

小學1938年度公費學額稽查委員會的委員共有六人，時任車里宣慰使司刀棟

樑和議事庭庭長召景哈是其中的傣族代表fq；曾在普洱省立第四師範學校 

邊師科肄業，作為土司之子的刀健剛被委任為南嶠縣教育局長兼第一區區 

長fr。委任受過新式教育的傣泐政權核心成員及其子嗣成為地區教育的主持

人，而不只是聘任成為校內行政體系的一員，表明他們已經被納入更高級別

的國家體系內，從單純的被動執行者轉變成為地方教育主導團體中的一員，

也就是說，這些成員的身份已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再次，這一時期的傣泐政權核心成員中也出現了對漢學持積極態度者。

從表1中可以看出，「刀姓」在省立車里小學數個班級中均佔多數。召片領姓

刀，西雙版納內各土司也幾乎全都姓刀fs，刀姓學生人數的增多意味着這一

時期更多傣泐政權核心成員子女在接受新式教育。當然，也不排除其中仍然

有土司僱用平民家孩子頂替入學，但即便如此，這也意味着傣泐政權為新式

教育提供了大部分的生源。並且，有成員子女確實參與到新式教育中，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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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海召勐刀宗漢之女刀卉芳ft。佛海的茶葉生意一直都較為繁榮。刀宗漢也開

辦了茶莊並與漢商從事茶業貿易，或許認為精通漢語可以帶來更多的商業 

機會，所以對漢學態度是較為積極的，在1936年將其義子刀有良及其女兒刀

卉芳送入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就讀gk。在刀卉芳的口述中，她是當時入讀

該校唯一的傣族女生，而這歸功於她開放的家庭氛圍。刀宗漢不僅送其子女

入讀漢校，並且主動在佛海宣傳抗日，給民眾講解日本侵略的危害性gl。由

此可見，雖然這一時期傣泐政權核心成員的轉變總體上來說是被動的，是基

於國家的壓力才開始的，但也有成員已經意識到新式教育的優勢而將子女送

入省立學校學習，表現得積極主動。此外，除了在西雙版納當地參與新式教

育，有些傣泐政權核心成員的子女開始被送去外地接受新式教育。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1943年6月軍統專員卓獻書把召片領繼承人刀世勳送往重慶中正

中學深造gm。

在省立學校的興辦過程中，傣泐政權核心成員對新式教育的推廣從被動

的參與者到後來成為主動的協助者，他們的角色轉變意味着傣泐政權無法繼

續為佛教體系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庇護。雖然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以佛教、傣

泐語言為紐帶的文化聯繫還在，但是傣泐政權向國家體系不自覺的靠攏，無

形中成為分化佛寺宗教和教育功能的助力。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在邊疆教育

推廣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出現分離的傾向，使得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在意識形

態領域的共有權力出現分割，而這種權力的分離傾向則為國家文化權力的擴

張提供了機會。

四　邊疆教育、抗戰與國家意識

1930年代中後期西南地區邊疆教育的興起本就有應對抗戰之意。加之這

一時期在日本支持下，於1939年6月改國號為「泰」的暹羅公開宣稱中國西南

地區幾個省為泰族發源地，要「收復失地」，還派人到雲南傣族聚居區進行活

動gn。為鞏固國防，國民政府在西南地區幾個省進行了多次主張大規模的民

族調查活動，包括人口、土司情況等，以駁斥「大泰族主義」的主張go——即

宣稱泰國是傣族的主體，西雙版納是主體的分支「小泰」，分支應該歸入主體， 

聯合建立一個統一國家。西雙版納的邊疆教育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而在邊地進行抗戰動員、培養邊民的國家意識也成為邊疆教育的重任。

西雙版納邊民對「中華民國」四字少有印象，國家觀念稀疏。因此，在開

展教學工作外，張丕昌和教師組織學生編排一些街頭劇，以土語表現、宣傳

日本壓迫中國，並利用大部分傣族可讀可寫傣泐語的優勢，由學校經費項下

開辦了一種刊物，將政令及抗敵新聞譯成傣泐語，下發民間，還隨刊附印本

國地圖一幅gp。通過編排新劇、印發抗敵刊物等形式，師生走出校園、進入

社會，進行抗戰動員和國家戰事的宣講。在佛海，經時任教育局局長李拂一

倡導，由佛海商會會長周文卿在1938年召開成立「佛海抗敵後援會」。該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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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生上街演講，宣傳抗日：「每到集市街子天，簡師的學

生宣傳隊就上街向趕街的民眾演講，宣傳抗日新聞和抵制日貨，演出歌舞小

話劇，高唱抗日救亡歌曲。」gq

同時，國家在西雙版納開始開展社會教育，將漢語的普及範圍擴大到基

層領域，以幫助民眾了解國家形式，培養邊民的國家觀念，主要方式有二：

其一，建立民眾教育館，教授漢語，以加快民族同化進程，如當時創立的車

里民眾識字學校「辦學的宗旨是使民眾能認識並運用日常生活上必需的文字，

並使夷民於最短期內均能通曉漢語」gr。其二，通過成立閱覽室，讓普通民眾

也能接觸到更多的報刊雜誌、歷史書籍，了解中國文化和戰爭局勢。例如，

「易武石屏會館左側人們時常聚集之地騰出通連鋪面二間設一民眾書報閱 

覽室，以學校及各級小學校購置之各種雜誌書籍等安放其間，輪流指導民眾

閱讀」gs。

雖然新式學校在西雙版納轉為抗戰前線後相繼停辦，但學校在抗戰前期

通過宣傳抗戰、普及漢語，從成效來看已使更多的普通民眾加深了對國家的

認識，從而激發了抗戰意識。1942年，國軍遠征軍第六軍九十三師經車里、

佛海、南嶠進入緬甸作戰時，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的學生男女十餘人跟隨

九十三師到緬甸，有的從事翻譯、政治宣傳或教育工作，有的在前線抗戰，

有的到前線慰問演出gt。在這裏，學生群體的身份代替了族群身份，這些學

生的首要身份不再是某個民族的成員，而是中國的抗戰者。從1942年夏

九十三師駐扎佛海至1943年3月底九十三師和泰軍的戰鬥進入對峙階段，車

里共交軍糧68萬市斤，南嶠83萬市斤，佛海102萬市斤hk，到抗戰結束時西

雙版納共提供軍米32,097,208市斤，馬料蠶豆588,414斤hl。

雖然這種全民抗戰並非符合所有民眾的主觀意願，甚至還出現過反對「三

徵」（徵兵、徵糧、徵稅）的基諾山起義hm，但在面對外敵的轟炸時，內部的族

群衝突會被短暫地弱化，從而表現出一致的對外傾向。在漢族沒有大規模進

入以前，社會矛盾是族群內部不同土司之間爭權奪利的戰爭；在漢族到來之

後，矛盾轉化為其他族群和漢族的鬥爭；當更有力的外國競爭對手出現時，

傣族、漢族等就會團結一致對外。這就是所謂的「敵對律」，即戰爭暫時將不

同族群的矛盾掩蓋了，將敵對目標移到他群，出現「我群」與「他群」的觀念，

從而促進一個社會中各份子的團結與互助hn。1942年3月8日，日本攻陷緬甸

首都仰光後，派飛機在滇緬邊境處進行轟炸，勐混、勐遮、勐海、大勐龍等

地都深受其害，車里房屋、佛寺被燒毀ho。各族人民冒着日本軍機的轟炸、

掃射，一次又一次將糧食、槍彈等物資送往各個駐軍點hp。雖然各群體參與

抗戰的原因並非全部出於國家認同，也許僅僅是出於對國家權力的畏憚，或

者是出於對利害關係的考量。但無論出於哪種原因，這些民眾都與國軍一 

起參與到抗擊外來者的行列中，將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綑綁在一起。 

因此，戰爭使得西雙版納的民眾在國家認同的道路上更近一步。抗戰不一 

定是出於國家認同，但是抗戰行為本身卻凸顯了西雙版納各族群的中國人身

份認同。可以說，在抗戰中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與自身民族的認同是連為一

體的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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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泰國與日本結成軍事同盟hr，在滇南地區與九十三師作

戰。1943年，九十三師和泰軍在中緬邊境58號界樁附近激戰數天，雙方傷亡

慘重，進入對峙狀態hs。其後，泰軍以打洛南岸的曼掌、曼蚌、曼傘等五個

村寨為基地，展開心理戰，大肆拋撒傳單，宣傳「大泰族主義」ht。除傳單外， 

泰軍還投遞多種書籍，如《泰國古代史考》、《現代的暹羅》等給車里宣慰使司， 

宣傳傣泐政權應與泰族聯合，組成「大泰帝國」ik。但西雙版納的土司和民眾

並沒有因此就把泰族人當作同族，這是因為泰國寄到當地的宣傳材料都是用

泰語字母所寫，而傣泐語的字母與泰語完全不同；而且日軍的空襲造成了西雙 

版納不少人員傷亡，向西雙版納投遞手冊的泰國也被傣族人視為和日本一樣

的侵略者il，是與中國相對立的國家。「大泰族主義」的宣傳反而使得「中國」

和「外國」的概念在普通民眾心中變得清晰。

隨着戰爭愈趨激烈，邊疆教育已經突破學校教育而成為一種更廣泛的社

會範圍內的教育，教育的對象也不再局限於那些在學校內接受知識的學生，

而是擴展到整個社會，尤其是普通民眾。普通民眾在這樣廣泛的宣傳中對漢

語、現代知識和國家意識有了初步的概念。國民政府所宣傳的國家意識通過

邊疆教育進入到西雙版納社會中，而各少數族群也在參與抗戰的過程中強化

了國家意識和國家身份認同。

五　結論

本文論述了1935至1945年西雙版納推廣邊疆教育過程中國家權力與傣泐

政權、佛寺體系和普通民眾發生的互動及其影響。在1935年大力推廣邊疆教

育之前，國民政府可以說是完全依靠西雙版納社會的文化網絡而進行統治。

與傣泐政權核心成員和佛爺相比，國家的權威很難獲得民眾認可。雖然國民

政府在西雙版納設置了流官體系，實行「土流並治」的方針，但無法動搖作為

權力支撐的文化網絡，國家事務的運行仍然需要依靠傳統的權力主體。進入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通過推廣邊疆教育，將漢語、現代知識、國家意識等象

徵國家的元素滲入到西雙版納的文化網絡中，對原有的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

的權力架構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國家政權想要在異文化地區建立新型權威，一方面必須使自己的權威適

應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必須破壞原有的文化網絡，為國家權力的進入創

製有效的渠道im。因此，政府鑒於傳統佛寺教育的長期根基和邊民對漢官的

惡劣印象，於是借用寺廟為場地，僱用佛爺為教師或管理者，以小和尚為學

生，充分利用原有的教育體系，同時又將新式教育嵌入傳統的佛寺體系中，

對原有教育模式進行擠壓。不限於男性的教育受眾、「內地化」的科目設置、

現代化的教學工具，以及新型的學校管理機構，構成了西雙版納新式教育的

主要特徵。

傣泐政權向國家體系的靠攏使得它無法再為佛寺體系提供全面的政治支

持，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的緊密共生關係由此出現了分裂。傣泐政權核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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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被納入新式教育的體系內，成為邊疆教育推廣中的實際助力。雖然這種角

色的轉變可以被視為面對強大國家政治和軍事力量的無奈之舉，但與那些積

極爭取政治主體地位的族群相比，傣泐政權核心成員在國家權力擴張的過程

中並沒有過多的反抗，也沒有提出過多的政治訴求。與其他「改土歸流」地區

相比，西雙版納的土司制度一直維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到1953年

「民主改革」完成才徹底退場。國家權力與土司權力得以交叉融入，共同構成

主宰西雙版納的政治權威。傣族土司採取的不抵抗策略及其良好的文化適應

能力，延緩了其政治生命的終結in。

雖然與在本地文化網絡中佔據主體地位的佛爺和傣泐政權相比，普通民

眾只是文化的受眾，但只有獲得民眾的認可，權威才能在社會中合理存在。

在抗戰背景下，國家得以將漢語、現代知識和國家意識帶入到西雙版納的文

化網絡中，普通民眾也在這一時期受到國家意識的灌輸，並參與到抗戰中。

邊疆教育的推廣從學校走向社會，國家的象徵符號通過社會教育開始在民眾

中散播，而戰爭則讓這種潛在的國家意識發展為一種實在的國家認同。抗戰

的需要使邊疆教育的推廣以培養國家意識為主要動機，而邊民的國家認同也

在戰爭中得以強化。抗戰期間泰軍宣傳的「大泰族主義」不但沒有獲得傣泐民

族的認同，反而加固了民眾對國家的向心力。國家開始在西雙版納的文化網

絡中獲得一席之地，國家權力合法性具有了進入當地的渠道，這是抗戰時期

邊疆教育的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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